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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盟器神煞是两湖隋唐墓中的重要随葬品，主要包含镇墓兽、生肖俑、人首有翼俑、连体俑、镇墓武士、

门吏俑等种类；它们各自的出现时间与演变轨迹不尽相同，整体面貌经历了“层累”的形成过程，是新因素不断融

入、地区丧葬礼俗逐步丰满的产物。两湖隋唐墓葬中大部分盟器神煞被安放于甬道，生肖俑则于墓葬后部拱卫

逝者，此种格局与《大汉原陵秘葬经》“盟器神煞篇”的记载有较高相似性，二者可能存在部分共同文化渊源，而

两湖隋唐墓葬文化的历史影响或需重新评估。 

 

在整个中国南方地区，湖北、湖南出土隋唐墓葬数量最多，内涵也最丰富。这些墓葬中的盟器神煞颇有特色，

是今人理解当时葬俗、窥探社会背景的重要角度。本文所称“盟器神煞”借鉴了金元时期文献《大汉原陵秘葬经》

中的提法[1]，指墓葬中具有镇墓、厌胜、辟邪等职能的明器。自临淄北朝崔氏墓 [2]起，中古墓葬中盟器神煞的

种类与内涵渐趋丰富；及至安史之乱前，随葬生肖俑、神怪俑等各类盟器神煞的墓葬已遍布环渤海、晋东南、

长江中下游等诸多两京以外地区。至于两湖墓葬，隋代时盟器神煞面貌已较复杂，入唐后又进一步发展，故而

在此类随葬品的早期变迁及其背后的文化传播历程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出土盟器神煞的两湖墓葬集中于湖北

武昌与湖南长沙，湖南湘阴与岳阳也有少量分布。以往经发表的两湖隋唐墓葬数量有限，且简报多缺乏能显示

遗物布局的墓葬平面图，对深入分析墓葬中盟器神煞的位置、布局等问题殊为不利，故而相关研究数量有限 [3]。

不过，武昌地区 50 年代发掘的隋唐墓葬材料发表后，此种情况获得了较大程度改善 [4]。武昌隋唐墓不仅数量

可观，且多附较清晰的布局图，随葬品位置清楚。这批重要墓葬为研究两湖隋唐盟器神煞奠定了较坚实的材料

基础。 

 

一、两湖隋唐墓盟器神煞的构成 

 

两湖隋唐墓葬中的盟器神煞可分为以下几类：镇墓兽、生肖俑、人首有翼俑、连体俑，镇墓武士、门吏俑等人

形盟器神煞，以及零星出现的其他个别品种。本文将所涉墓葬的盟器神煞信息编制为表一。  

 

表一  两湖隋唐墓葬盟器神煞信息表  



 



 

 

关于表一，有三点需着重说明：第一，墓葬形制。本文所涉墓葬均为券顶砖室墓，墓葬主体由墓室与甬道组成，

墓室为长方形，一般其后半大部高起形成棺床；甬道则位于墓室前端中部，连接墓室与墓门，平面亦为长方形；

部分墓葬设置侧龛与头龛，如图四。第二，墓葬年代。两湖隋唐墓葬有纪年者非常有限，表一中仅何家山 M52

与湘阴陶智洪墓有确切纪年。本文相关墓葬年代认识基于报告《武昌隋唐墓》中的推断；概言之，本文所涉墓

葬年代均为隋代与唐前期，没有晚于安史之乱的例子。隋、唐墓葬间差异较为明晰，易于区分，而唐代墓葬内

部早晚关系虽可通过器物排比得出相对年代顺序，但由于缺乏纪年材料，年代较难坐实，本文涉及相关材料时

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说明。第三，陶俑产地。权奎山指出武昌一带隋唐墓葬陶俑可分四群，对应四个不同产地

[5]；这一观点被《武昌隋唐墓》继承，也是本文分辨陶俑产地的依据。简言之，武昌隋唐墓明器来源较复杂，

涉及本地、湖南、长江下游与河南四大产地，而湖南隋唐墓明器均为湖南本地产品。 

 

（一）镇墓兽 

 

两湖隋唐墓中镇墓兽可分为两类：单件镇墓兽与一人面一兽面的成对镇墓兽；两者构成与形态差异明显（图一），

但根据出土位置可推测两者职能应相似，故本文将之置于一处讨论。 

 

 
图一  两湖隋唐墓出土的镇墓兽 

1. 武昌何家山 M52:1 2. 武昌何家垅 M439:22 3. 武昌何家垅 M439:36 
（均采自《武昌隋唐墓》）  

 

武昌地区隋代墓葬何家山 M52（图一：1）、马房山 M17、马房山隋墓与杨家湾隋墓中，均出土单件镇墓兽[6]，

一般呈四肢伏地、挺胸昂首的怪兽形象。何家山 M52、马房山隋墓与杨家湾隋墓所出者面部近马，背有脊；马

房山 M17 出土的镇墓兽形象更接近猛兽。除马房山 M17 格局经过扰乱、不甚明晰外，其余三墓镇墓兽均出土

于墓葬甬道前端，直对墓门，在随葬品中非常突出，有强烈的镇墓、辟邪意味。此种镇墓兽应与东汉以降的走

兽形镇墓兽一脉相承[7]，后者亦被称作“犀牛”“穷奇”等，始见于东汉（图二：1），西晋墓葬中成为随葬品组合

里较为固定的组成部分（图二：2），东晋时期一度消失，及至南朝又出现在南京灵山大墓 [8]、丹阳吴家村南

朝墓[9]等处（图二：3）。在吴家村南朝墓与受南朝影响显著的百济武宁王陵[10]中，镇墓兽均出土于甬道临近

墓门的位置（图三），与上述隋墓如出一辙。南朝镇墓兽形态多似水牛，与武昌隋墓所出者不类，但二者形态

均属四足怪兽之范畴，且出土位置统一，将之归为同类应合情理。由此，可见武昌隋墓中出土的镇墓兽构成了

汉晋墓葬传统的余绪。 



 

 

图二  汉晋六朝墓葬出土的镇墓兽 
1. 武威磨嘴子东汉墓镇墓兽  2. 偃师大冢子西晋墓镇墓兽  3. 南京灵山大墓镇墓兽 

（1 采自甘肃省博物馆官网，2 采自《河南偃师大冢头西晋墓发掘简报》，3 采自《六朝风采》） 

 
图三  武宁王陵镇墓兽出土场景 
（采自《武宁王陵》图版 14） 

 



两湖唐前期墓葬中，镇墓兽发生了显著变化。单件镇墓兽被一人面一兽面的成对镇墓兽所取代，后者一般为蹲

伏状，前肢直立、后肢蹲踞，面视前方（图一：2、3）。此种镇墓兽组合常见于中原地区北朝隋唐墓葬，为人

熟识。它们初见于北魏平城墓葬，北魏洛阳时期被纳入官方丧葬礼制中，隋唐继之，其遂成为当时中原乃至整

个中国北方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一类随葬品。两湖墓葬中出土此类随葬品，无疑是受北方墓葬文化影响的结果。

在两湖隋唐墓中，两类镇墓兽存在前后继承、交替的关系。就目前材料看，两者不共存。入唐以后，一人面一

兽面的成对镇墓兽迅速取代单件镇墓兽，成为墓葬盟器神煞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成对镇墓兽出土位置亦为

甬道近墓门处，面朝墓外，与单件镇墓兽如出一辙。这些现象，暗示在时人观念中，两类明器虽然组合与形态

存在差异，但在功能、寓意等方面很可能近似，亦即二者性质应相同。在武昌钵盂山唐代墓葬 M280、M379

与 M401 中，各自出土了一件兽面镇墓兽，而不见原应与之配对的人面镇墓兽。这些墓葬中兽面镇墓兽被单独

置于甬道。此种现象应非墓葬经扰动导致人面镇墓兽未被发现所致，更可能是丧家在安排随葬品时，刻意仅选

用了成对镇墓兽中兽面的一件，以充镇墓、辟邪之用。如此设置的原因，很可能在于兽面镇墓兽形态更接近本

地隋代流行的单件镇墓兽，故而更契合本地旧有葬俗。何家垅 M439 则更特别，此墓于甬道前端出土兽面镇墓

兽一件，面朝墓门，非常突出，显然是刻意安置的结果，而本应与之配套的人面镇墓兽则厕身右侧龛，与周围

的陶俑、陶畜禽、模型等格格不入（图四）。这也应当是在随葬单件镇墓兽的旧做法影响下，人面镇墓兽在墓

葬中找不到合适位置，“无处安放”，造成了何家垅 M439 中兽面与人面镇墓兽出土位置迥异的特殊现象。上述

诸例，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单件镇墓兽与成对镇墓兽间存在继承关系，本地旧有镇墓兽虽不再被使用，但却切

实影响到了后来者在墓葬中的表达；北来的成对镇墓兽虽被广泛接受，却也在部分墓葬中经受了“本土化”改造。 



 
图四  武昌何家垅 M439 平面图及镇墓兽出土位置 

（改绘自《武昌隋唐墓》） 
（二）生肖俑 

 



以陶俑形式出土的十二生肖始见于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地中的 M10 与 M17，而这种随葬品最早集中出现，则

应追溯至两湖地区隋代墓葬。两湖隋唐墓葬出土的生肖俑均坐姿，据形态可分为二类：一类呈头戴笼冠、身着

宽袖长袍的成年男子状，生肖一般位于其身前，湖北生产的生肖俑大多采用这种造型（图五：1）；另一类则为

生肖首人身，同样身穿宽袖长袍，身前持笏板，除湘阴隋陶智洪墓随葬的一套人首生肖俑外，湖南地区生产的

生肖俑均呈生肖首人身的造型[11]（图五：2）。 

 

 
图五  两湖隋唐墓出土的生肖俑 

1. 武昌土公山  M494:19 2. 武昌钵盂山  M401+10 
（均采自《武昌隋唐墓》）  

 

湖南隋唐墓中，生肖俑出土位置高度统一，它们被安置于墓壁中的小龛，小龛则围绕棺床设置。武昌一带隋唐

墓葬所出生肖俑见于壁龛的案例较少，通过随葬品分布，大体可知该地区墓葬中生肖俑亦多被安置于墓室后半

部，即棺床附近。即使由于墓葬保存、资料记录等情况影响，武昌地区隋唐墓葬中生肖俑具体摆放形式不及湖

南地区明确，仍可知两地对生肖俑的安置存在较大共性，即此种陶俑多数情况会位于棺床周边，而达成环绕墓

主的效果。 

 

（三）人首有翼俑 

 

此类陶俑在同时期其他地区并不多见，呈现出了较鲜明的地方特色。人首有翼俑具体有两种：人首鸟身俑与人

首兽身有翼俑（图六）。关于两种陶俑的定名，目前仍无定论[12]，故本文径以形态称之。 

 



 

图六  两湖隋唐墓出土的人首有翼俑 
1. 人首鸟身俑，武昌小龟山 M434:60 2. 人首兽身有翼俑，武昌小龟山 M434:38 

（均采自《武昌隋唐墓》）  

 

湖南长沙赤峰山 M3、M4 两座隋代墓葬中，M3 出土了人首兽身有翼俑 1 件，M4 出土了人首鸟身俑 1 件，这

是目前所知最早随葬此类陶俑的两湖墓葬。此类陶俑较普遍地出现于两湖唐墓中，从材质、工艺特征等方面观

察，可知它们中大部分为湖南地区产品。从以上两点看，两湖地区的人首有翼俑与湖南地区关联更为密切。武

昌地区唐代墓葬马房山 M13 与桂子山 M161 各自出土了一件人首鸟身俑，是本地产品，而钵盂山 M216 出土

的“陶鸟”原本可能为人首，亦属此类。武昌本地的这些人首鸟身俑，可能是受湖南地区葬俗影响的结果。两湖隋

唐墓中，此类陶俑一般出土于甬道，且位置多偏甬道后部，在镇墓兽之后。从组合的角度，两湖隋唐墓中的人

首有翼俑存在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一，不少随葬此类陶俑的墓葬只见一件人首鸟身俑，而无人首兽身有翼

俑，在表一罗列的墓葬中，出土此类俑者 18 座，其中只发现人首鸟身俑者 9 座，而仅发现人首兽身有翼俑者只

有赤峰山 M3 和长沙咸嘉湖唐墓[13]，此应非巧合，或暗示相比人首兽身有翼俑而言，人首鸟身俑在盟器神煞

中更具代表性、更为重要。其二，武昌桂子山 M161 出土人首鸟身俑、钵盂山 M216 的“陶鸟”很可能原配人首，

这两座墓陶俑均本地生产，且各随葬一件长颈细身无翼的人面兽身俑（M161:47、M216:21），钵盂山 M216

中，人面兽身俑与“陶鸟”比邻而置，这种现象，可能暗示湖北本地产的此种人面兽身俑与湖南所产陶俑中的人首

兽身有翼俑实属同类，在盟器神煞中扮演着相似的职能。 

 

（四）连体俑 

 

中古时期盟器神煞中，连体俑是分布范围较广、讨论也相对深入的一种。徐苹芳最早认为双人首连体俑应即《大

汉原陵秘葬经》提及的墓龙，此说影响甚广。不过他之后在论文补记中结合广东海康元墓材料，指出：“值得注

意的是‘勾陈’和‘地轴’均画一双首人面蛇身像”，修正了之前的假说 [14]。张勋燎、白彬在此基础上对地轴与勾陈

形象进行了申述，确认地轴即“两人首共一龙（蛇）身”的明器[15]。韦正则进一步引用高句丽壁画墓中材料，论

证了双人首连体俑应即地轴[16]。就目前情况看，将连体俑称为“墓龙”的观点得不到文献与实物材料支持 [17]。

两湖隋唐墓中，连体俑均出土于唐代墓葬，按形态可分为人首与龙首两种（图七）。与人首有翼俑类似，连体

俑出土于甬道，位置多偏甬道后部。武昌唐代墓葬中有不少两种连体俑同出的例子，在钵盂山 M334 与钵盂山

M379 中，可见两件连体俑分置墓葬中轴两侧对称位置的情况，说明二者间存在较固定的组合关系。湖南唐墓

出土连体俑数量不及武昌唐墓，不过武昌一带随葬的连体俑多为湖南产品。武昌唐墓中，马房山 M13 与桂子山

M457 出土连体俑为本地制作，而两墓年代均较晚。综合这些情况看，两湖地区连体俑的流行似乎仍肇始于湖



南，湖北处于被影响的地位，连体俑首先以外地产品的形式进入墓葬，逐步发展为融入武昌本地随葬品组合。

从更宏观的视角观察，自北朝崔氏墓出土连体俑后，此种陶俑于唐代在全国诸多地区出现，两湖地区随葬连体

俑可能略晚于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隋炀帝萧后墓[18]，不过，据此时间差[19]，尚不足以推论两湖地区的连

体俑是受长江下游地区影响的结果。唐代初年，连体俑及其代表的葬俗可能已普遍存在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图七  两湖隋唐墓出土的连体俑 

1. 武昌小龟山 M434:31 2. 武昌小龟山 M434:57 
（均采自《武昌隋唐墓》）  

 

关于两湖地区出土的连体俑，一大问题仍在于器物名称。据前文，可知人首连体俑被称为地轴的依据较为充分，

龙首连体俑的具体名称则难以确定。刘未根据晚近墓葬材料，指出了此类连体俑命名的复杂性 [20]，龙首连体

俑可能拥有今人尚无法知晓的特定名称。另一方面，两湖唐墓中龙首与人首连体俑形成了较固定的组合，出土

位置亦近似，它们同为“地轴”的可能性也切实存在[21]。 

 

（五）人形盟器神煞 

 

考察人形盟器神煞，首要问题在于如何将之与其他仪仗、仆侍俑区别开来。两湖隋唐墓中，此类陶俑主要有门

吏俑与镇墓武士两种[22]，均成对出现，前者穿长袍，一般身披裲裆铠，仗刀于身前；后者身着明光铠，多持

盾（图八）。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体量明显大于其他人物类陶俑，在随葬品中非常突出，故不宜被视作普通仪

仗俑，而应具有镇墓、护佑墓主等盟器神煞的职能。门吏俑与镇墓武士分属两大文化系统，各有渊源。  

 



 

图八  两湖隋唐墓出土的门吏俑、镇墓武士 
1. 武昌桂子山 M161:38 2. 武昌桂子山 M162:15 

（均采自《武昌隋唐墓》）  

 

门吏俑应可追溯至汉墓中的门吏及持械人物形象[23]，南北朝墓葬中，门吏形象则以壁画或拼镶砖画形式出现，

呈立姿、持刀，见于洛阳北魏元怿墓、太原北齐娄睿墓、固原北周田弘墓、济南北齐道贵墓、邓县学庄南朝墓、

丹阳建山金家村南朝墓、余杭小横山南朝墓等处（图九）[24]；而南北朝门吏俑尚仅见于北齐帝陵湾漳大墓[25]。



入隋以后，除了两湖地区以外，部分安阳隋墓与个别关中隋墓出现了门吏俑。由是观之，两湖隋唐墓葬中的门

吏俑近则承接南北朝墓葬中的门吏形象，远可溯及汉代墓葬传统；进一步说，两湖隋唐门吏俑更可能是就近继

承南朝传统的产物，与安阳、关中隋墓中的门吏俑构成了平行发展的关系。 

 

 
图九  南北朝墓葬出土的门吏图像 

1. 北齐娄睿墓，采自《北齐安东王娄睿墓》 2. 丹阳建山金家村南朝墓，采自《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 3. 余

杭小横山  M109，采自《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  

 

身着铠甲手持盾牌的镇墓武士则源自北方，同类遗物在北朝及隋唐北方地区墓葬中相当常见，与成对镇墓兽一

道构成了较稳定的镇墓组合。与镇墓兽一样，成对出现的镇墓武士同样可追溯至北魏平城时期，是兼糅华夏经

典与外来文化的产物[26]。两湖地区隋代墓葬中，仅见门吏俑而无镇墓武士[27]。镇墓武士始见于唐代两湖墓葬，

且均为湖南地区产品，而门吏俑亦延续到了唐代，出现于随葬本地陶俑的武昌地区墓葬。换言之，镇墓武士与

门吏俑来自不同产地。除武昌钵盂山 M280 同时出土了镇墓武士与门吏俑外，其他墓葬中不见两种陶俑同出的

现象。另一方面，门吏俑与镇墓武士在墓葬中出土位置雷同，在随葬品分布较清晰的墓葬中，可见两种陶俑均

成对靠侧壁安置于甬道，具体位置一般为甬道靠近墓门处或甬道尽头与墓室连接处。从两湖隋唐墓中门吏俑与

镇墓武士基本不共存，而两者出土位置却一致的现象，可以推论在当时该地区葬俗中，两种随葬品虽形态不一，

但应扮演着类似的“角色”，构成可相互替代的关系，情况类似上文提及的单件镇墓兽与成对镇墓兽。（六）其他

两湖地区出土盟器神煞的墓葬中，武昌何家垅 M76 相对特殊。此墓随葬地轴一件，陶朱雀玄武各一件，分置墓

葬南、北两端，并有千秋万岁俑各一件，分置两侧龛（图一〇）。此墓陶俑并非产自本地，亦非湖南，由风格

判断，很可能是长江下游地区的产品[28]。何家垅 M76 出土四神俑与千秋万岁，二者尚不见于其他两湖隋唐墓

葬，此墓盟器神煞很可能反映了其产地——长江下游地区的葬俗，在两湖地区属于特例。 

 



 
图一〇  何家垅 M76 盟器神煞出土位置 

（改绘自《武昌隋唐墓》）  

 

二、两湖隋唐墓盟器神煞的变迁 

 

上文梳理了两湖隋唐墓盟器神煞的种类，以及各类别的演变情况，据此可将两湖隋唐主要盟器神煞的变迁汇总

为表二。由表二不难发现，由隋至唐，两湖地区隋唐盟器神煞在构成上经历了复杂化的过程，隋代盟器神煞种

类较为单一，多为生肖俑、门吏俑与镇墓兽，人首有翼俑只是零星发现；而入唐后，两湖墓葬中盟器神煞组合

趋于复杂，除个别特例外，上文涉及的品类在两地均有发现，且种类上趋于一致。 

 

表二  两湖隋唐主要盟器神煞变迁简表 



 

湖北、湖南盟器神煞组合的趋同，除了相邻地区丧葬文化的相似性外，在相当程度上还得益于两地间随葬品流

通的顺畅。武昌隋俑体量高大，风格写实而生动，工艺水平明显高于湖南隋俑；然而入唐以后湖北本地产陶俑

的体量与精致程度均明显下降，水准退步，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得益于临近湘阴窑，湖南唐俑水平较隋

代显著提升[29]，造型准确、细节丰富，因而它们得以大量输入湖北。在此背景下，湖南地区生产的盟器神煞

进入武昌唐墓，对其面貌产生了影响。通过前文的梳理，可知两湖唐墓中，镇墓武士均为湖南产品，而连体俑、

人首有翼俑等盟器神煞也更早见于湖南，且多为该地区生产，湖北本地生产连体俑与人首有翼俑很可能是受湖

南同类产品影响的结果，年代较晚。可以认为，产品流通拉近了隋唐时期两湖地区的葬俗，加速了两地盟器神

煞面貌的趋于一致。另一方面，两湖盟器神煞在隋唐之间渐趋复杂化，各类神煞出现的时间并不一致：生肖俑

是该地区流行时间最长、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类神煞；镇墓兽与门吏俑、镇墓武士年代也贯穿隋唐，不过其组合

与形态发生过变化；人首有翼俑自隋代零星出现，流行于唐代；两湖隋墓中不见连体俑，此类随葬品仅见于唐

代。这显示出两湖隋唐盟器神煞的面貌并非在短时间内便形成、固定，而是发生了旧传统得到维持与改造、新

因素不断加入的过程，可以说两湖隋唐盟器神煞经历了“层累”的形成史。两湖隋唐盟器神煞面貌“层累”地形成，

从侧面折射出它们作为整体，很可能并不存在完整而系统的象征性。临淄北朝崔氏墓是中古墓葬盟器神煞的“原

点”，学者普遍认为它作为一处世家大族墓地，圆形墓、盟器神煞等特异因素均从属于特定丧葬理念，是其物质

化体现，故而应通盘考量，遂提出了“浑天”说 [30]、“太一出行”说 [31]等解释。反观两湖隋唐墓，武昌何家山

M52 墓主为“前陈河东王宣毅府”僚佐，湘阴隋墓买地券则仅提及墓主陶智洪为“道民”，可知这批墓葬的墓主应

非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士族阶级。同时，两湖隋唐盟器神煞经历了由简入繁、不断丰富的历程，因而各类神煞

即便渊源有自，如生肖俑、连体俑等原本可能源于北朝崔氏墓并从属于具有完整设计的丧葬礼俗，但当它们传

播至两湖地区并陆续出现于当地墓葬后，所融入的丧葬文化体系很可能与原生背景有不小的差距。进而言之，“层

累”而成的两湖隋唐盟器神煞很可能不存在基于特定思想的整体设计，而是在南北统一、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

新因素不断融入、地区丧葬礼俗逐步丰满的产物。诚然，就目前可掌握的考古与文献材料，尚难知晓两湖隋唐

墓中每一类神煞的具体内涵，并切实还原其渊源与流布。不过，此类随葬品作为地方丧葬礼俗的物质表达，即

使有外来因素加入，但整体发展轨迹仍旧连贯，地方特色仍旧鲜明。举例言之，单个镇墓兽为成对镇墓兽所取

代，以及门吏俑往镇墓武士的转变，均是中原地区葬俗传播至长江中游一带的结果。北方形式的镇墓武士、镇

墓兽出现于两湖墓葬，却未改变该地区盟器神煞的内涵。通过共存关系、位置摆放等角度，可见这些墓葬中的

外来因素虽然取代了旧有同类随葬品，但前者扮演了与后者相同的职能，换言之，隋唐两湖墓葬中，中原镇墓

组合被借鉴之处仅限于外在形式，未对该地区葬俗造成深层次影响。 

 

三、两湖隋唐盟器神煞的空间布局及其可能存在的历史影响 

 

经过梳理，可知两湖隋唐墓葬中的各类盟器神煞在墓葬中的位置相对固定，即镇墓兽、人首有翼俑、连体俑位

于甬道；镇墓武士或门吏俑于甬道近墓门或甬道墓室连接处靠侧壁成对放置；而十二生肖俑则位于墓室，多围

绕棺床，湖南隋唐墓生肖俑普遍见于墓壁小龛中。由是观之，从盟器神煞的角度，两湖隋唐墓葬可分为甬道与

墓室两大空间，大部分盟器神煞被安放于甬道，有驱逐邪魅、守护墓室的意味，生肖俑则于墓葬后部拱卫逝者

（图一一）。 



 

 

图一一  武昌钵盂山 M379 盟器神煞位置示意图 
（改绘自《武昌隋唐墓》，其中  1、3、5、8、27 为生肖俑）  



 

《大汉原陵秘葬经》“盟器神煞篇”不仅罗列了各色神煞名目，还以示意图的形式展现了理想状况下各等级人群的

墓葬布局。“盟器神煞篇”示意图所展示的墓葬空间（图一二），虽在诸多细节上与前述两湖隋唐墓葬空间存在出

入，但就整体而言，二者间有高度相似性。以最高等级“天子皇堂明器神煞方位图”为例，整个墓葬有“十二元辰”

与“十二天官”环绕，这与两湖隋唐墓葬十二生肖俑的布置方式近同；而大部分盟器神煞，则集中排列于“天子皇

堂”之前，这种布置与两湖隋唐墓中大部分盟器神煞集中于墓室前甬道的做法相似。而在“大夫以下至庶人”所用

盟器神煞记载中，仍有“十二元辰，长一尺二寸，安十二方位”，墓葬前部盟器神煞则以镇墓武士“当圹”“当野”为

先，其后罗列其他盟器神煞，这与两湖隋唐墓葬的布局更为契合。此外，《秘葬经》天子至公侯卿相盟器神煞

方位图中，墓葬前部神煞两侧有成对的人物俑，而在随葬品布局保持较好的武昌桂子山 M147 中，也有甬道两

侧安置成对人物俑的现象（图一三），与《秘葬经》的记载异曲同工。 

 

 
图一二  《大汉原陵秘葬经》所示墓葬空间 

（转引自《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 ——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 



 
图一三  武昌桂子山 M147 布局示意图 

（改绘自《武昌隋唐墓》，其中  6、7、27、28、31、37 为生肖俑）  

 

两湖隋唐墓葬面貌与晚期文献记载存在的相似性或许并非偶然现象。徐苹芳推测《大汉原陵秘葬经》应是金元

时期流行于山西地区的地理葬书，刘未则指出了《秘葬经》与宋代官方丧葬制度的关联，认为“就《盟器神煞篇》

而言，它与官方知识系统仍有关联”。“《秘葬经》盟器神煞篇的核心部分即此一官民杂糅观念系统的反映，但也

增添了新的设计。”[32]《秘葬经》所涉盟器神煞不仅品类繁多，且内容具有高度系统性，对盟器神煞的表述相

当完善。这种情况，不可能完全由当时堪舆家创设，而应是对既有葬俗的总结与发挥。换言之，《秘葬经》盟

器神煞部分也是由唐宋时期丧葬实践不断积累演进而结出的文本。《秘葬经》部分内容或与两湖隋唐墓拥有共



同渊源，以十二辰环绕墓室即是一例，十二辰与四神等意象共同在墓葬中构建了宇宙空间 [33]，是“象天地”思想

的产物，可溯至汉代[34]。不过，除了某些具有共同渊源的部分外，尚不能排除隋唐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丧葬

礼俗是《秘葬经》等宋元文献所载墓葬堪舆的源头之一，故而两湖这批墓葬的历史定位与影响或应得到重新评

估。四、小 结盟器神煞是中古墓葬研究中引人瞩目却又困难重重的问题。它们显然与当时丧葬礼俗、理念息息

相关，然而由于文献与实物材料数量不足且难以结合，研究受到了相当大的局限。隋至唐前期是盟器神煞发展

的早期阶段，就该阶段而言，两湖地区墓葬数量可观、分布集中，且在墓葬变迁、墓内格局等方面均较为清楚，

为今人研究该时期盟器神煞问题提供了相当可贵的资料。根据本文的分析，可见两湖隋唐盟器神煞经历了“层累”

发展的过程，内涵多元而复杂，且它们的历史影响可能也颇为深远。两湖隋唐墓的情况似乎能提示今天的研究

者，在研究盟器神煞时，从整体出发对此类随葬品含义、象征性的论证与构建固然可贵，但在盟器神煞的传播

中，不同因素的迁衍并不同步，因而在考察两湖隋唐墓葬之类地方风格明显的材料时，理清盟器神煞中各因素

的具体呈现方式与演变历程也构成了重要的研究基础，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应比今人预想的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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